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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是较早进行原子能开发的国家之一，但其战时面向军事利用的原子能开发工作并未取得较大进

展。战时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本科学家对于继续在原子核物理领域开展基础研究的追求。二战后，日

本学界在同盟国占领结束后很快重启了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而原子能开发则基本由日本政府和产业界主

导。尽管自主开发和引进吸收两条技术路径并存于日本的原子能开发，但从结果来看后者在日本核电领域占

据了绝对优势，这反而对日本在原子能开发中的技术自立造成了一定障碍。对核武器的直接体验及其造成的

影响使得日本的经历有相当特殊性，但从原子能开发在各国科技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来看，日本原子能开

发机制的变迁也能够为中国“两弹一星”工程的历史语境和意义提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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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较早进行原子能开发的国家之一，其相

关工作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但未能取得较大

进展。二战后，因为在核武器上的特殊体验，日本

采取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路线，但实际的开发与战

时的工作并无承续关系。作为近代科学技术的“后

发国家”，日本原子能开发体制的变迁能够为更全面

地理解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及其历史意义提供

参照。

1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核武器开发

原子能开发是原子核研究的延长，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前就已经有一些日本科学家在这一领域开展研

究，仁科芳雄和荒胜文策为其代表。仁科芳雄1918年

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21年前往欧洲留学，先

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德国哥廷根大

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等地学习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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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并与欧内斯特·卢瑟福、尼尔斯·玻尔等当时引

领原子核研究的物理学家合作。1928年仁科芳雄回到

日本，1931年担任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随

即建立研究室开展量子论、原子核、X射线等方面的

研究工作，并为此建设了回旋加速器。荒胜文策1918

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后于1926—1928年在欧洲留

学，师从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瓦尔特·博特、卢

瑟福等物理学家。1928年起，荒胜文策先在日据台湾

的台北帝国大学任职，后于1936年成为京都帝国大学

教授，其间于1933年制成加速器，并在亚洲首次实现

原子核人工转变。后来，仁科芳雄和荒胜文策分别带

领团队承担了战时日本核武器开发的任务。两者在战

时研究动员框架下被统合为战时研究三七—一和三七

—二。

1.1 仁科芳雄团队从原子核研究到核武器开发的
转变

仁科芳雄在理化学研究所建立起研究团队后，很

快就进入了原子核物理领域的前沿。1931年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的欧内斯特·劳伦斯带领团队建成了世界

上第一台回旋加速器，1935年仁科芳雄派遣团队成员

至劳伦斯处学习相关技术，于1936年在理化学研究所

先后开始建设直径分别为27英寸①和60英寸的回旋加

速器，前者于1937年建成，为美国之外的首个回旋加

速器，后者在建设过程中还通过劳伦斯在美国购买了

电磁铁所需的原料。

在利用建成的27英寸回旋加速器对铀和钍开展的

实验中，理化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些结果无法

解释，这实际上就是随后在1938年底—1939年初欧洲

科学家同样发现并诠释为“核裂变”的现象。这一现

象的发现为人类开发和利用原子核内的能量提供了方

向[1]。1939年 8月，爱因斯坦在向时任美国总统罗斯

福建议开发核武器的信上签名；同年10月，罗斯福批

准设立铀顾问团；同年12月，德国的维尔纳·海森堡

提交了题为《通过铀生产能量的技术可能性》的报告，

美国和德国的核武器开发遂拉开序幕。

此时，日本和美国之间在原子核研究领域的学术

交流仍然可能。由于理化学研究所的60英寸回旋加速

器遇到了一些困难，而1939年美国劳伦斯实验室的同

尺寸回旋加速器建成，仁科芳雄遂于1940年8月派遣

团队成员赴美国交流。在与劳伦斯团队交流获得加速

器建设方面的解决方案后，仁科芳雄团队成员又访问

了美国中西部和东部的一些大学和实验室，与伊西

多·拉比等后来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进行了

较为深入的交流。行程中，日本、德国、意大利轴心

国联盟成立，仁科芳雄团队成员在行程中试图参观一

些实验设施时受到限制，对美国原子核研究在机密性

上的提升有了较为直观的体验[1]。

在回旋加速器的建设和相关研究中，由于日本陆

军对同位素材料的开发较为关注，因此同擅长原子核

研究的仁科芳雄团队建立了委托关系。双方的合作使

得回旋加速器的建设和研究被纳入军事研究范畴，仁

科芳雄借此非但获得了建设加速器所需的资金，还得

以在战时征兵的背景下将年轻科研人员保留在团队中

继续从事研究[1]。

核裂变现象发现后，日本军方很快也对军事利用

原子核蕴藏的巨大能量产生了兴趣。1940年春，日本

陆军航空技术研究所就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开展调

查，不久，仁科芳雄在与该机构人员的接触中告知已

经做好了开展原子弹制造相关实验研究的准备。此时

仁科芳雄尚未派遣团队成员赴美，理化学研究所的60

英寸回旋加速器远未达到能够运转的状态，因此开展

直接指向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并不现实。根据日本科学

史学者伊藤宪二的分析，仁科芳雄所说的实验研究实

际上指的是回旋加速器的建设及相关基础研究，采用

① 1英寸=2.5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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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是试图争取军方继续支持[1]。

然而，无论是从军队方面的兴趣还是从团队成员

在美国的观察和了解来看，原子能的重要性在这一时

期迅速提升，仁科芳雄也认为有必要就原子弹开展研

究。1941年春，日本陆军航空技术研究所就原子能研

究同仁科团队进行沟通，随即正式委托后者开展相关

研究工作，委托项目题为“基于铀原子核裂变的能量

源研究”，其目的为探明能否将铀原子核裂变产生的

巨大能量作为动力源实用化[1]。这里并没有直接提及

原子弹或者核武器，反映了日本军方及学界当时对于

实际制造出原子弹并未抱太大期待——陆军方面联络

人甚至直言并不认为原子核的研究能立刻派上用场

——两者的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持续推动原

子核领域的基础研究。

在陆军之外，日本海军方面也关注到原子能的军

事利用潜力并有所行动。1941年11月，海军技术研究

所电气研究部就原子能的军事应用组织讨论；次年 6

月，该机构向仁科芳雄提出要建立一个“研究是否有

可能将原子核物理方面的成果应用于海军方面的委员

会”，并在仁科芳雄建议下设立“物理恳谈会”，于

1942年 7月起约每月召开 1次。1942年底，该恳谈会

曾出具《铀原子核裂变能量利用研究计划案》，但最

终因战局变化海军方面决定中止这方面的研究；在

1943年3月之后，也不再举办物理恳谈会[2]。

1.2 日本陆军的战时核武器开发

对于仁科芳雄及其研究室成员来说，同军方的接

触本身就是为了设法在战争中继续团队的基础研究工

作，因此日本陆军航空技术研究所的委托研究在相当

程度上是之前工作的延续。理论方面，1939年仁科芳

雄研究室成员玉木英彦就开始了原子核裂变的理论研

究，其中也涉及了链式反应，较为自然地联系到了此

时军事研究中的相关计算任务上。实验方面，此前理

化学研究所就开展了中子诱发的核裂变实验，而且仁

科芳雄也早已就同位素分离的方法有过考虑并于1939

年同陆军方面就此进行过讨论。在这些工作的基础

上，仁科芳雄研究室自 1942 年 10 月起开展浓缩铀所

需的六氟化铀的制造工作，但铀的供应成为了一个较

大的制约因素。尽管团队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计

算，但始终未能获得足够的铀资源[1]。

1942年 6月的中途岛海战后战局发生变化，仁科

芳雄随之开始强调研究工作要为国服务，对于指向核

武器的原子能开发也愈发重视。1942年12月，太平洋

战争爆发 1周年之际，仁科芳雄要求此前利用云室从

事宇宙射线实验研究的研究室成员转而开展原子弹的

研发工作，令其研究浓缩铀的方法；最终，确立了热

扩散法的研究方向，并于1943年3月开始设计用于该

方法的分离塔。

这时，1941年日本陆军航空技术研究所委托仁科

芳雄的研究项目已接近期限，仁科芳雄遂与研究室成

员起草报告书并于1943年春提交至军方，肯定了利用

核裂变产生能量的可能性并给出了所需条件和效果的

相关参数。于是，陆军方面决定将这一研究向下一步

推进，在与仁科芳雄团队数次沟通协调后，于1943年

9月正式由陆军航空本部委托仁科芳雄开展核武器研

究，取仁科芳雄姓氏首字命名为“Ni号计划”，相关

工作归为最高机密[1]。沟通以及后来的研究过程中，

陆军方面还在铀资源获取上提供了协助 [2]。

然而，仁科芳雄团队的核武器研究最终未能取得

成果。六氟化铀的合成直到1944年2月才找到合适的

方法；用于热扩散法的分离塔直到1944年3月才组装

完成并完成真空测试，但接下来的分离测试一直未能

成功实现铀浓缩。随着分离塔在1945年4月的美军空

袭中被毁，铀浓缩实验乃至Ni号研究整体实质上都陷

入了中止的境地[1]。尽管后来军方主导另行建造了分离

塔，六氟化铀的制造也仍在持续，但在这些工作取得

成效之前，1945年 8月 6日美军就在广岛投下了原子

弹[1]，8 月 8 日仁科芳雄随调查团抵达广岛调查受害

情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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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本海军的战时核武器开发

虽然海军技术研究所主导的物理学恳谈会最终不

了了之，但海军方面也在核武器开发上有实际动作。

1942年，独立于陆军委托仁科芳雄的研究，舰政本部

委托京都帝国大学的荒胜文策开展“铀的基础研究”。

荒胜文策与仁科芳雄同样，对原子核的研究较为深

入，在核裂变现象发现后迅速跟进，在分裂反应放出

的中子个数这一问题上取得了重要成果[1]。1944 年，

海军大幅增加了对京都大学的研究委托资金，同时委

托方变为此前举办物理恳谈会的海军技术研究所，取

裂变（fission）英文首字母命名为“F研究”。参与研

究的人员包括汤川秀树、坂田昌一等，相关工作同理

化学研究所方面形成补充。

日本海军方面同样介入了原料筹集工作。但1945

年 7月海军方面与京都大学方面共同开会时，他们仍

然因为铀资源远远不够而对研究前景持悲观态度，这

次会议实质上也代表着“F研究”的中止。在 1945年

8月 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后，荒胜文策于 10日

抵达广岛调查受害情况[2]。

2 战后的原子能和平利用

二战后，美国曾于1945年9月针对日本战时的核

武器研究工作开展调查，认为理化学研究所的回旋加

速器无法制造军事利用所需量的浓缩铀，一度许可包

括仁科芳雄在内的日本科学家继续利用回旋加速器开

展研究。然而，到了同年11月，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接

到命令破坏并丢弃了日本科研机构拥有的回旋加速

器。1947年 1月，远东委员会进一步决议禁止日本开

展原子能研究。1952年同盟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结束

后，日本科学家得以再次建造回旋加速器并重启原子

核的实验研究。与仁科芳雄战时研究的初衷类似，相

关工作集中在基础研究方面，后来形成日本高能物理

学的一脉[3]。与此相对，以原子能利用为目的的研究

开发事业则由日本政府和产业界主导。

2.1 日本政府对原子能开发的介入

在对日本的军事占领结束之前，同盟国方面与日

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中并未限制日本进行原子能

研发，因此占领结束后日本政府和学界皆着手准备进

入这一领域。1952年 6月，日本政府内部提出设立科

学技术厅的设想，将原子能和飞机的研发纳入其管辖

范围之中，并提及原子能的军事利用。对于政府的潜

在核武装倾向，日本学界表现出了不安。部分学者认

为在美苏争霸的态势之中，原子能研发会不可避免地

被用于军事，因此反对日本开展任何形式的原子能研

发。如何保障原子能研发只能用于和平目标这一争议

由此产生，且迟迟未能得到解决。1953年12月，美国

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原子能用于和

平”的演讲，以推动原子能在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利

用。日本政界受到刺激，保守党于1954年提出的预算

案中包括了核反应堆建造补助费，引起学界反弹[2]。

1954年 3月 1日，美国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比

基尼环礁实施热核武器试验，威力远超预估，导致在

通告“危险区域”之外作业的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受

到严重辐射伤害。第五福龙丸归港后新闻媒体进行了

报道，船员们的惨状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有

声音认为这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第三次遭受到核武器

带来的伤害。各地随即出现了反对核武器的运动，众

议院和参议院也于同年 4月各自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呼吁尽快实现原子能的国际管理、和平利用，以及核

武器使用的禁止。同月，日本学术会议总会发出声

明，坚持非但在日本国内不得开展核武器相关的研

究，也不得开展同外国核武器相关的一切研究，为确

保这一精神得到贯彻，要求在原子能的研究和利用中

遵循公开、民主、自主 3项原则（通称“原子能三原

则”），即完全公开与研究和利用相关的一切信息，

在研究和利用中尊重所有有能力研究者的自由，以及

研究和利用应在日本国民的自主运营下开展[2]。

同期，美国方面也在设法缓和比基尼事件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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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冲击，其中的方案之一就是通过建设核反应堆

等方式在日本推动原子能的非军事利用。1955年1月，

美国驻日大使向日本外务大臣传达了原子能领域的合

作计划提案，其中包括了相关专业人员的训练和物资

的提供。日本政府考虑到这种合作可能需要承担一定

义务，进而与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方针相悖；其最初态

度较为慎重，后来通过与美方的交涉形成了不违背

“原子能三原则”的合作方案。日本学术会议方面秉

持了一直以来的慎重态度，但产业界态度较为积极。

日本政府也较为急迫，1955年 6月就同美方草签了日

美原子能协定，随后迅速开始进行原子能开发的制度

设计和机构建设[2]。1955年 7月，日本政府决定设立

原子能研究所；11 月，日美原子能研究协定正式签

署；12月，原子能基本法颁布，其中包括了学界提出

的“原子能三原则”。1956年6月，日本原子能研究所

成立；8月，日本原子燃料公社成立。自此，日本政

府成为日本原子能开发事业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4]。

日本政府主导的原子能开发最初曾引进过美国的

溶液反应堆 JRR-1用于研究，但随着国营研究机关逐

一成立，研发重心转移到了自主开发路线上，并随之

遇到了较多困难。原子能研究所成立后首先开发的是

热中子增殖反应堆，但在开发中遇到了技术上的困

难，其进展的迟缓及频繁发生的罢工导致该机构的地

位下降。20世纪60年代，轻水堆热潮兴起，政府主导

的原子能开发重心遂转向动力反应堆，研发工作由

1967年吸收原子燃料公社成立的动力堆·核燃料开发

事业团承担。这一机构的研发工作同样充满曲折，其

开发的快速增殖实验堆“常阳”和新型转换原型堆

“普贤”晚于计划时间表约5年才实现首次临界，而快

速增殖原型堆“文殊”的建设更是直到 20世纪 80年

代才启动。重重挫折之下，日本政府主导的自主开发

路线至今未能制造出实用反应堆[6]。

2.2 产业界的原子能开发利用

1952年同盟国军事占领结束后，日本产业界就逐

渐对原子能开发产生兴趣，政府方面的一系列动作也

为产业界开展原子能开发和利用事业创造了条件。

1955年起，与政府方面的制度设计和机构建设同步，

日本诸多企业开始组建原子能开发体制；在 1955—

1956年间形成了五大原子能产业集团，并于1956年3

月设立了日本原子能产业会议；1957年又以政府和企

业合资的形式设立日本原子能发电株式会社承担实际

发电业务[5]。

相对政府主导下的原子能开发注重技术的自主

性，日本产业界出于对盈利的追求更为重视商用反应

堆，因此研发路线以技术引进为主。日本引进了首个

商用核电站——于1956年投入运转的英国科尔德霍尔

核电站的反应堆技术，并针对日本多地震的自然条件

提出了抗震方案以保证安全性。该反应堆由日本原子

能发电株式会社拥有，建设于东海发电站，于1966年

7月投入运营[5]。20世纪 60年代中期，美国企业开始

推广成本更低的轻水反应堆；日本各原子能集团利用

母体企业同美国在商业上已经建立的关系，与美国方

面分别就压水堆和沸水堆的技术引进签订了合约。最

先引进商用轻水堆的仍然是日本原子能发电株式会

社，其与通用电气公司于1966年签订了沸水堆的购买

合同；在此基础上建设了敦贺发电站，于1969年11月

开始发电。

在日本原子能发电株式会社之外，日本各电力公

司进入 20世纪 60年代后也各自开始独立酝酿核电站

的建设计划。其中，关西电力等 4家公司采用了美国

西屋电气公司的压水堆路线，东京电力等 5家公司采

用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沸水堆路线。后者中第一台

开始运转的就是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中严重受损以

至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6]。在技术引进过

程中，通过承担部分制造合约，日本产业界得以吸收

相关技术，使得日本轻水堆的国产化水平快速提升，

与政府主导的自主开发技术路线迟迟未有突破形成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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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主开发路线在成功经验上的缺失实质上

意味着日本原子能产业的兴隆是以牺牲“原子能三原

则”中倡导的自主为代价的。先后对英国和美国的依

赖严重影响了日本在原子能相关技术上的自立。由于

核燃料的引进和回收皆由美国承担，日本迟迟未能发

展出自身的乏核燃料处理技术，导致1968年美国停止

回收后日本在这一问题上遇到了极大困难[2]。

3 从日本原子能开发体制的变迁看我国“两
弹一星”工程

日本的原子能开发起步较早，而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对核武器的直接体验左右了其发展路径，这一经历

在相当程度上具有特殊性。但是，鉴于资源配置由国

家主导的“大科学”时代正起源于“曼哈顿计划”及

其遗产，可以说原子能开发实质上是推动科技发展进

入国家战略的重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从战

时的核武器研发到战后政府主导下的原子能和平利用

仍然呈现出一定连续性，日本原子能开发体制的变迁

也能够为理解中国“两弹一星”工程的历史语境和意

义提供参照。

（1）与日本一样，作为原子能开发事业，“两弹一

星”是以原子核物理领域的基础研究为前提的。尽管

中日两国原子能开发起步有先后，但均与当时国际上

原子核领域基础研究的最新成果有着显著的承接关

系：以钱三强为代表的在“两弹一星”工程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的中国物理学家同仁科芳雄、荒胜文策等日

本物理学家一样，拥有欧洲留学经历，了解并参与了

这一领域的前沿研究工作。钱三强于1937—1948年在

海外学习、工作，主要研究原子核物理，其在居里实

验室的导师伊莱娜·居里于1938年与理化学研究所同

样在实验中遇到了后来被诠释为核裂变但当时尚无法

解释的结果。像仁科芳雄一样，钱三强回国后继续从

事原子核研究并积极推动这一领域在国内的发展[9]。

（2）尽管两国在原子能开发起步时的科学发展状

况及相关研究基础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向国家争取资

源并推动原子能开发事业走向国家主导的过程中，中

日两国科学家均表现出了较大主动性。正如仁科芳雄

为了建设回旋加速器以持续开展原子核研究而积极游

说军方为原子能的军事应用投入资源，钱三强在新中

国成立前就已经向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建议投入资源开

展原子能研究[9]。这既是中国和日本的科学家发展自

身专长领域这一需求的体现，但更大程度上也反映了

两国科学家对于科学事业能够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共同

认知。

（3）原子能开发，尤其是核武器的开发，需要大

量的资源投入以及坚定的决心，在这些方面“两弹一

星”工程相比日本的原子能开发表现更为突出。当

然，日本的战时核武器开发并没有先例来证实其可实

现性，仁科芳雄的主动性更多的是继续为基础研究争

取资源所作的应变，而日本科学家和军方均认为相关

研发工作并不足以产生能够应用于这场战争的成果。

相比于此，战后核武器的战略意义已经彰显，“两弹

一星”工程的研发目标也十分明确。因此，尽管新中

国成立初期科学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原子能相关

领域的研究基础甚至不如战时日本，但中国在制定相

关决策时有着更大的决心，在相关决策实施过程中也

表现出了更强的执行力。

（4）由于原子能开发所需的巨大资源投入，它对

科学事业的整体发展具有可观的带动作用，中日两国

的路径在这一点上形成鲜明对比。日本战时原子能开

发的“应变”属性意味着专门在相关领域进行研发的

机制并未真正形成，战后原子核领域的基础研究发展

指向的是高能物理学。在相关基础研究的影响力因学

界的谨慎姿态而逐渐式微之中，日本政府和产业界主

导了战后日本的原子能实用开发。但是，在冷战的国

际局势中，对国外的技术依赖导致日本在特定技术的

自立上出现短板。相比之下，中国基本依靠自力更生

非但在“两弹一星”的特定目标上取得了成功，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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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带动了一批相关学科的发展，为新中国时期的科技

自立自强打下了基础。

这种路径差异随着“两弹一星”工程的推进在日

本产生了一定实际影响。1955年日本和美国就原子能

的非军事利用达成协议后，随着国际上原子能相关形

势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在原子弹研制上取得的进展，

美国对于向日本提供原子能和空间技术的态度愈发积

极，旨在提升日本在这些方面的技术水平以巩固西方

阵营在东亚的地位，以及防止日本自身进行核军

备[7,8]。1967年夏起，日本政府内阁调查室就日本是否

具备核武装的条件组织了为期两年半的调查研究，其

动机之一就是对中国核威胁的感知。1967年12月时任

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提出“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

的“无核三原则”时，这项调查研究仍在进行之中。

在美国推行的核不扩散政策的影响下，1968年日美签

署了新的原子能协定，日本政府最终采取了“能拥有

但不拥有核武器”的策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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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 of Japan’s nuclear development mechanism

WEN Heng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Japan was among the earlier countries to launch nuclear development program, though it never amounted much progress. 

The inception of the wartime research program that was aimed at military application was to a great extent an effort by scientists to 

continue basic research in nuclear physics. After the postwar occupation of Japan, research in nuclear physics resumed in academia 

while applied nuclear development for peaceful purposes came to be overseen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While two 

technological path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domestication upon import prevailed simultaneously, it was the latter that wound up 

dominating Japan’s nuclear power generation, hindering certain aspects of Japan’s technology independence in nuclear development. 

Though Japan’s experience with nuclear weapons was unique and had ramifications in its postwar nuclea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ow its overall nuclear development mechanism evolved can help shed light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connotations of China’s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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